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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私营电影制片业的萧条与新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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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后，上海的私营电影制片业曾因各种红利而短暂勃兴。1948年后，时局的恶化

让这些“红利”消失，实际收入暴跌、制片成本骤增、影人与资本流失等原因使私营电

影进入“大萧条”的绝境。1949年5月上海解放，人民政府多措并举对私营电影制片业

进行扶植，使其恢复生产并重新焕发生机。

私营电影；制片业；大萧条；新生；新中国

1946-1947年间，上海的工商业大多景况萧条，

而电影业却异常繁荣。这是因为形势的变化带来了

几种“红利”：首先是相对低廉的票价进一步刺激

消费，让更多的中下层人士走进电影院。其次，大

批戏剧电影艺人从大后方回到上海，当局限制话剧

演出让不少戏剧艺人转投电影界，使上海电影艺人

充足。然而，私营电影在1948年之后迅速衰落并进

入“绝境”的。这个过程是怎样的？解放之后，新

中国政府又是如何对待私营电影事业的？这些问题

有待进一步梳理。

（一）票房实际收入暴跌。首先，观众数量骤

降。1948年后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败退让上海与北

方主要城市的交通被切断。上海解放后，其与南方

城市间的交通又被中断。而原来云集在上海的中上

阶层富人也大都在淮海战役之后离开，私营电影业

赖以生存的观众也在减少。其次，制片企业的实际

收入严重缩水。1948年“币制改革”后物价暴涨，

但“社会局”却依然严控电影票价的涨幅，还成立

了“拟价委员会”，“司电影戏剧等价格之合理

调整”[1]。当时，就连美国影片的生存状况也不理

想。1946年物价暴涨之初，米高梅公司就向影院致

函，“（票价）应随市面物价为准”，并抱怨“物

价突飞猛涨，生活程度与日俱增”[2]。1946年后，

英美进口中国（上海）的影片数量逐年骤减，1946

年911部，1947年425部，1948年297部，1949年仅1

部。[3]

（二）制片成本骤增。当时，电影胶片必须进

口且必须使用外汇，私营制片企业一般先将电影销

往香港和南洋获得票房拆账（外币），然后在香港

购买胶片带回国内。为垄断胶片进口业务压榨外

汇，国民政府于1947年颁布《影片进口限制令》，

“胶片被海关列入禁止输入类之一种”[4]。这一政

策严重伤害了电影制片业，使“沪存胶片不敷应

用，且价涨三四倍”[5]。为了获得胶片，私营制片

企业甚至不得不参与走私[6]，甚至要求海关拍卖截

获的胶片[7]。为进一步压榨，国民政府自1948年1月

起，“饬令各制片公司每月需片数量的申请，并呈

中宣部，再由中宣部审核后，委请柯达公司统筹采

购”，“如果运往国外，或香港南洋一带上映，其

上映所得收入，必须悉数送交中宣部”[8]。这一政

策名为“以备急需采购之用”，实际上是为了压榨

更多的外汇票房。同时，政府还严格限制银行兑换

给制片企业生产所需外汇的数额。“公会”为此要

求政府放宽限制，“胶片、洗印药粉等材料零件先

就该会申报的实际需要数字照（兑换）给外汇”，

而在外汇汇缴方面则由制片企业“于六个月后（即

放映结束后）就拿到海外发行所得按出口给百分之

六十供给进出口外汇”[9]。然而此要求并未得到理

睬，胶片的匮乏使制片业损失严重，如以资本雄厚

一、解放前私营电影制片业的大萧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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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称的“文华”就因胶片不够而停止生产。《母与

子》只能制成三个拷贝，只够在上海放映，无法销

往外埠。[10]为此，“文华”于1948年春停止制片。

（三）资本与影人流失。主要表现在：首先，

对“附逆”罪名的惧怕。抗战胜利不久，国民政府

即下令查封、接收敌伪或依附于其的私营电影制片

产业，而对于被敌伪侵占的私人财产是要发还的，

但在实际的执行中却并不如此。“常有数机关争往

接收，事权殊不统一，不但秩序紊乱且有碍整个市

政之推进”[11]，其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再次侵吞。

为了让侵吞披上合法的外衣，他们不顾当时日伪高

压统治下资本家与艺人被迫就范的事实，将其扣上

“附逆”的帽子，并接收在战前原本就属于他们的

“逆产”。与官方行为相呼应，上海电影戏剧协会

成立了“检举附逆影剧人特种委员会”，报纸也经

常发表具有道德审判性质的文章。“检举委员会”

不遗余力地搜集艺人附逆汉奸的罪证，“提供当局

参考”[12]。而曾经在伪“华影”“中联”旗下工

作的艺人、职工数以千计，一时间风声鹤唳，人人

自危。受此风波影响，李丽华、陈云裳、张石川、

马徐维邦、胡心灵、刘琼、卜万仓、周璇、严俊、

朱石麟等纷纷在此期间南下香港。此风波造成大

量优秀的影人流失，给私营电影事业造成了严重损

失。当时就有人撰文称，“正在企图有所作为的新

生的国片事业，为了这一问题的久悬未决，停滞在

奄奄一息的萎缩状态中”[13]。其次，对中共政权的

怀疑。解放战争后期，上海的资本家及艺人不得不

考虑去与留的问题，南下香港似乎是最好的选择。

蔡楚生在1948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夏云瑚撤资的问

题。4月29日，“彼（夏云瑚）尚表示与任兄势难

合作，但经同人力陈利害，乃觉稍有转机”[14]，事

态似乎好转。30日，“决议夏占四五，任占四五，

蔡占一之股额，共同支持‘昆仑’之事业”，“如

是两个月之阴霾一扫而空”[15]。夏云瑚本来占“昆

仑”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股份[16]，是公司资本的大

头，他的撤资对已经艰难生存的“昆仑”打击很

大。而到了8月13日，“午前云瑚、翰笙二兄来，谈

公司改组事。瑚兄云彼之资本拟退出移港，从事经

营发行”[17]。至此，最大的股东夏云瑚正式脱离，

“昆仑”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，到了12月，

郑君里“拟凑一什锦戏”，“公司已穷至连买服装

道具的钱也没有”[18]。临近解放，撤资前往香港发

展最为典型的要数“文华”老板吴性栽。解放前，

吴就以“考察电影事业的名义”[19]，带着家眷南下

香港发展事业。吴的出走给“文华”公司带来了致

命的打击，“解放后，文华需要资金，吴来电嘱文

华‘自度难关’”，并“提出保留小部分员工、其

余遣散的决定”[20]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当时的私营电影依然有很多观

众，无论是上海还是全国范围内，私营电影都占到

国产电影的绝大部分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当时英美电

影垄断了近一半的放映市场。因此，在国营电影十

分弱小的情况下，无论是出于对内安定民心的考

虑，还是出于对外与美片竞争的考虑，党和政府对

私营制片业进行扶植都是非常合理、明智的。

（一）电影创作方面的宽松政策。解放初，私

营电影遇到的第一个关于创作的问题就是“能不能

写小资产阶级”。编导者“极度的谨慎，过分的小

心，简直近似恐惧”，对于一些题材“解放前好像

分量过重，解放后就觉得不够分量了”[21]，故导致

私营电影出现了剧本荒。有人提出，“希望人民政

府在这一方面能给一点原则和现实上的指示，好使

编剧的人有所遵循”[22]。1949年8月12日，上海文

化局组织了“编导座谈会”。会上，分管上海公营

私营电影全面工作的夏衍就指出，“缺乏剧本也许

是电影不能开拍的原因”，“许多新解放区的编剧

工作者都说不熟悉老解放区生活，或是不明了人民

政府的政策，所以一时就难于下笔”。[23]为了打消

这些顾虑，夏衍说“题材不一定要写新解放区朋友

不够明了的方向，只要所写的题材，能够符合繁荣

经济，增加生产，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生产，肃

清匪特，巩固治安的都可以写，这样写了也都有益

处”[24]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此次会议召开时，中央

人民政府尚未正式成立，文化部有关电影的方针都

还在制定当中，所以夏衍在会上也明确指出这些看

法是“在这里交换意见”。到了11月21日，又召开

了“第一次私营电影企业座谈会”（下称“企业座

谈会”），目的之一就是传达中央人民政府与上海

对于私营电影的政策。在会上，夏衍对创作政策有

了更为正式的表述：“我们对国产片采取的尺寸较

宽，国、私厂不同：国营厂片子在质量上求甚好，

私营厂则能够在质量上好，那最好，只要做到无

害，我们尺寸放宽到不禁止。”[25]应该注意的是，

“国、私厂不同”，显然是为私营设计的，也足以

说明当时对私营制片企业题材的宽松。配套政策有

两个，其一是不对私营厂设置剧本、成片审查，其

二是成立“电影文学研究所”，专门帮助私营厂解

决剧本荒问题。

（二）经济扶植政策。解放前，私营电影已到

二、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营电影制片业的扶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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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“奄奄一息”的境地，“影片在上海头轮演下

来，不够拷贝成本，有的则连报纸广告费，招贴，

路牌广告的钱都不够”[26]，“二三轮（影院）的收入

更凄惨，三天映下来仅得大头（银元）三四元”[27]。

当时上海的私营电影企业大多破产倒闭或停工待

业，只能以开大锅饭的形式代以薪水，影人穷困潦

倒甚至流亡外地。上海解放之初，私营制片厂并没

有恢复生产。1949年初，有人曾根据上海各厂制片

计划列举了1949年将要上映的国产新片，其中私营

片有40部之多[28]，但实际上当年上海私营厂生产的

新片只有8部[29]。基于对私营电影业状况的体察，

新生政权对其给予了经济上的扶植。

一是直接发给贷款。在“企业座谈会”前两

周，人民银行就已向负债最严重的“昆仑”“大

同”“国泰”3家公司借出“完全是无条件低利借

予”[30]的贷款。“昆仑”借到9000万元，“大同”

“国泰”各借到6000万元。档案显示，除了借出

2.1亿元人民币，政府还拨给各公司“二十万折实

单位”[31]。按照人民银行上海支行的折实单位挂

牌价格，“企业座谈会”当天，每折实单位价值

2393元[32]，20万折实单位可计人民币4.78亿元，远

比2.1亿元的人民币现钞更有价值。但这些贷款与

各企业的负债相比，犹如杯水车薪，仅“大同”公

司一家就负债6亿元，“国泰”负债4亿5000万元。

因此，各大公司都要求人民政府再次发给贷款，数

额为27亿人民币，“‘国泰’7亿；‘大同’8亿；

‘文华’4亿；‘昆仑’5亿”[33]。对于这个请求，

主管上海电影工作的于伶道出了难处：首先，人民

银行已开始收紧信用，以往靠增发钞票来解决困难

的情况会减少，若再寄希望于以银行贷款解决大量

负债，恐难以满足其“主观要求”；其次，政府方

面，“政府全年在文化部门的钱有一定的预算，文

化教育费用中间的电影经费又有一定的数目，这数

目的比例大小要照顾到全国范围的各项建设费用，

不可能不顾轻重缓急”[34]。但政府对私营厂的贷款

援助并没有停止，而是力度更大。据郭沫若1950年6

月1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，“为了帮

助私营电影业的发展，并且实施了发行贷款的办法，

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共计贷出人民币约六十亿元”，其

中，“人民币三十六亿余元”[35]，“港币二十二万

元”[36]。这一数字是不容小觑的。以1950年4月1日

的人民银行上海支行挂牌汇率，港币兑人民币汇率

为6150[37]，22万港币可折算人民币13.5亿元，加上

36亿元人民币，达49.5亿元人民币。

二是挽回外撤资本。这一方面主要针对的是

“文华”。1949年初，“文华”的唯一投资人吴性

栽以考察香港电影的名义逃亡香港。为了振兴“文

华”，打消吴的疑虑，1949年9月，中央电影局主动电

邀吴赴京，“动员其继续投资，政策可保无虞”[38]。

9月7日，吴决定从香港北上。10月1日，吴在费穆的

陪同下抵达天津，5日才抵京。吴之所以在天津逗留

4天，与其在北京的代理人贝杏龄因抗拒军管会接管

原“华乐戏院”事件受牵连被捕有关，此事似乎加

深了吴对新政权的疑惧。费穆于10月2日抵京告知此

事，蔡楚生“记下其梗概，俾为设法解释”[39]。4

日，蔡楚生就设法营救贝杏龄，并给周扬与袁牧之

写信，具体说明此事。5日，吴到北京后受到了当

时电影界多位高层人物的礼遇，蔡楚生、史东山、

阳翰笙、夏衍都先后拜访，贝杏龄一事也顺利解决，

“由夏向公安部罗瑞卿出面予解释”[40]，而罗瑞卿

正是首任公安部长，足见当时电影局高层们对争取

吴性栽之事的重视。吴在北京一直停留到23日，并

决定继续投资“文华”，将独资公司改组为股份有

限公司，吸纳其他人士的股份以降低投资风险，投

资仅次于吴性栽的吴邦藩担任“文华”总经理，

“文华”这才死而复生。[41]

三是帮助进口胶片。解放初，美国对大陆实行

经济封锁，中美胶片贸易中断，私营制片业更难以

获得胶片。在“企业座谈会”上，夏衍明确表示

“胶片问题，已计划向苏联去定，定的数量包括私

营公司所需要的，在苏联胶片未运到以前，胶片的

进口有困难，文艺处也尽可能帮助解决”[42]。1951

年5月之后，私营制片业的胶片进口问题已全部依赖

国家的帮助，根据当时由私营电影制片业负责人组

成的“制片业同业公会”历次《会议记录》记载，

该公会曾于5月15—16日两天连续开会讨论如何筹购

胶片的问题，并最终决定“各公司即日起不再单独

购买胶片，全部通过公会请求电影事业管理处委托

华东贸易局统一购买”[43]。在该公会的全部会议记

录及其他档案中，虽未发现有关委托购置成功与否

的资料，但从当年6月开展制片业登记工作的《工

作报告》可推测购置是成功的：在核算各公司每月

所需胶片数量时，负责统计的工作人员特表备注，

“惟以上数字系各公司自报，实际上不需要如此数

量”[44]。显然，华东贸易局已帮助统一购买。

四是帮助出口及联合制片。在“企业座谈会”

上，有人就提出扩展“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发

行业务”[45]。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只有一例。1949

年10月，“文艺处曾帮助昆仑公司出口新片六个拷

贝，以争取外汇”[46]。有关联合制片，这一政策

同样只针对“昆仑”公司。1950年，中央电影局与

“昆仑”公司订立了生产合同，“自1950年5月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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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1950年12月止”，双方计划共同生产4部电影。前

3部影片“摄制成本以不超过贰拾壹亿人民币为原

则，由甲乙双方平均负担详细数目，根据明确预算

列入每片之分合同实报实支”[47]，至于这3部影片

的发行费用，也是双方各垫付50%，但是“昆仑”

公司可以以“现有场地及器材设备之租金抵充部分

资本，其比例为百分之十二”[48]。至于这第4部影

片，则由前3部的利润“作为再生产资金，不得另投

新资本”[49]。

在人民政府多措并举的扶植之下，原已命悬一

线的私营电影制片企业重新恢复生产，并焕发出生

机，《我这一辈子》《关连长》《我们夫妇之间》

等一大批私营厂出品的作品，都成为了新中国电影

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。无论是出于争取民族资本家

的需要，还是出于维护国内电影市场的稳定、保障

人民的文化生活，人民政府在解放之初就能意识到

私营电影制片业生存之艰难，并及时施以援助，是

足见历史智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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